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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跨文化谈判机制研究——基于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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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及征税措施引发中欧经贸领域重要争端，谈判分歧不仅源于利益与规则差异，

更深受文化因素影响。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为分析工具，从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

三个维度，解析中欧谈判在利益取向、决策模式、规则偏好上的核心分歧，提炼跨文化适配机制，为中国参与国际

经贸谈判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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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U's anti-subsidy investigation and tariff measures on Chinese electric vehicles have triggered 
significant disputes in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Negotiation differences stem not only from disparities 
in interests and rules but are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factors. Using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 
as an analytical tool,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re differences in China-EU negotiations regarding interest orientation, 
decision-making modes, and rule preferences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power distance,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It extract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mechanisms to provide practical insights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nego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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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出口规模不

断扩大，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欧盟

在绿色转型、产业保护和贸易公平之间面临多重压力，对

中国电动汽车的政策关注不断上升。2023 年 10 月，欧盟

正式对原产于中国的纯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2024 年

10 月，欧盟完成反补贴调查，并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

7.8% 至 35.3% 的反补贴税。2026 年 1 月商务部指出，中欧

双方围绕价格承诺进行了多轮磋商，引入“价格承诺”机

制，宣布达成重要框架共识。

现有相关研究多从经济利益、政治制度、产业政策等

角度展开，较少关注谈判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国际商务

谈判本质上是跨文化互动过程[1]，文化维度差异会影响谈

判主体对公平、效率、权威、风险与规则的理解，进而塑

造立场选择、沟通方式与决策路径[2]。忽视文化差异，难

以完整解释中欧谈判分歧的深层根源，也难以提出更具针

对性的缓和路径。本文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为理论基础，

选取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三个

维度，对中欧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跨文化谈判分析。

1 理论基础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管理与国际商务研

究的经典分析工具，经不断完善形成权力距离、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 / 女性气质、长 / 短期导

向、放纵与克制六个维度[3]。其核心价值在于解释不同社

会在决策逻辑、沟通模式、风险态度与组织行为上的系统

性差异，为理解国际谈判行为提供稳定的分析视角[4]。

在国际经贸谈判场景中，文化维度直接影响谈判主体

对利益边界、权威效力、规则确定性与风险容忍度的判断，

即使面对同一议题，也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立场与策略。文

化维度对谈判行为的影响具有清晰指向[6]。个人主义 /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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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影响谈判对利益单位的界定，集体主义文化更重视整 

体利益与系统协调，个人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体权利与程序 

公平。权力距离影响谈判对决策权威的理解，高权力距离 

文化更依赖高层协调与政治引领，低权力距离文化更强调 

程序自治与专业判断。不确定性规避影响谈判对规则细化 

程度的要求，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倾向用严密条款降低风

险，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更能接受原则框架与动态调整[7]。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构建“文化维度—谈判分歧—适

配机制”的分析框架。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维度用于解释

整体利益与程序公平的分歧，权力距离维度用于解释高层

协调与程序自治的差异，不确定性规避维度用于解释原则

共识与规则精细化之间的偏好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分析中欧如何将文化差异转化为可协调的制度安排，推动

争端缓和。

2 文化维度下的谈判分歧
2.1 利益单位分歧：集体整体诉求与个体程序正义

中欧谈判中的首要分歧体现在解决方案的基本单位

上。中方更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利益，主张从中欧经

贸关系、全球绿色转型和产业链稳定出发，通过整体性方

案缓和争端。商务部通报中关于“维护中欧及全球汽车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表述，体现了中方对整体利益和关系

稳定的重视。

欧方则更强调程序公平和个案审查。在欧盟贸易救济

制度下，反补贴调查需要考察进口产品是否受益于可反补

贴补贴、欧盟产业是否受到实质损害、补贴进口与损害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采取措施是否符合欧盟利益。

欧盟反补贴规则还将价格承诺视为一种可能的补救措施，

即出口商承诺以高于最低价格销售被调查产品，以换取欧

方不征收反补贴税。

由此可见，中方更倾向于将该案理解为产业层面的系

统性争端，欧方则更倾向于将其拆解为企业层面的规则适

用问题。这种差异背后，是集体主义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

在谈判目标设定上的不同体现。前者强调整体协调，后者

强调个案公平。

2.2 决策路径分歧：高层政治引领与技术程序自主

中欧双方在决策推进方式上也存在明显差异。中方通

常重视高层沟通和政治共识，认为重大经贸争端需要在战

略层面先形成方向性判断，再由技术团队落实具体安排。

这种路径有利于控制争端外溢风险，也符合中方重视关系

维护和整体协调的谈判习惯。

欧方则更强调程序自治和技术审查。欧盟贸易救济调

查由欧盟委员会主导，涉及企业数据、法律评估、损害认

定和成员国协调等多个环节。即使政治层面表达通过对话

解决争端的意愿，技术层面的证据审查和法律程序仍然具

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欧方更倾向于将高层共识理解为谈

判方向，而不是直接替代程序审查的决定性依据。

这种差异导致双方容易出现预期错位。中方可能期待

政治共识尽快转化为谈判突破，欧方则要求任何替代方案

都必须满足法律标准和技术条件。2026 年 1 月欧方发布价

格承诺申请指导文件，正是在政治沟通与技术程序之间建

立衔接机制：政治层面确认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技术层面

则以指导文件形式明确申请条件和评估标准。

2.3 规则偏好分歧：原则框架导向与精细规则约束

规则理解差异是中欧谈判中的另一重要分歧。中方较

能接受先达成原则性共识，再根据后续谈判逐步细化具体

安排。这种方式有利于在复杂争端中保留灵活空间，避免

谈判一开始就陷入技术细节僵局。

欧方则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对于欧盟而

言，价格承诺只有在能够有效替代反补贴税、消除损害影

响并便于监管时，才具有可接受性。因此，欧方不仅关注

最低进口价格本身，还关注销售渠道、交叉补偿、未来投

资、执行监督和违规后果等配套问题。欧委会 2026 年 1 月

指导文件明确将最低进口价格、销售渠道、交叉补偿和未

来在欧投资列为价格承诺申请需要处理的重要内容。

由此看出，中方更强调共识形成的政治意义和原则意

义，欧方更强调共识落地的技术条件和监管条件。这种差

异并非单纯的沟通障碍，而是不同文化与制度环境下风险

控制方式的不同体现。

3 跨文化适配机制
3.1 个案审查与整体框架结合

中欧双方在谈判初期的核心分歧之一，是解决方案应

以“产业整体”为单位，还是以“企业个案”为单位。中

方更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利益，希望通过整体性安排

维护中欧经贸关系和全球产业链稳定；欧方则坚持贸易救

济程序中的个案审查逻辑，强调不同企业应分别提交材料、

接受核查并承担相应责任。

为弥合这一分歧，双方逐步形成“个案审查与整体框

架结合”的适配机制。一方面，欧方继续保留对企业申请

的逐项评估，以满足其程序公平和非歧视原则要求；另一

方面，通过发布价格承诺申请指导文件，为中国出口商提

供相对统一的申请路径和规则预期。由此，个案审查并未

完全排斥整体协调，整体框架也没有替代欧方程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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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结合，使中方对产业整体稳定的关切与欧方对程序

公平的坚持获得一定程度的协调。

这一机制表明，跨文化谈判中的“整体性思维”与

“个案性规则”并非必然对立。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制度设

计，将整体利益转化为若干可审查、可执行的个案安排，

从而在集体主义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之间形成平衡。

3.2 高层共识与技术程序衔接

中欧谈判中的第二类分歧，集中体现在决策推进方式

上。中方重视高层沟通和政治共识，认为重大经贸争端应

先在战略层面明确方向，再由相关部门和企业落实具体方

案。欧方则强调贸易救济程序的独立性和技术审查的必要

性，认为政治意愿不能直接替代法律评估、证据核查和程

序审查。

对此，双方逐步形成“高层共识与技术程序衔接”的

适配机制。高层沟通主要发挥定方向、稳预期、控风险的

作用，为双方继续磋商提供政治空间；技术程序则负责将

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申请条件、核查标准和监管

安排。换言之，政治共识不直接替代技术审查，技术程序

也不脱离政治沟通所确立的合作方向。

这一机制有效缓解了中欧在权力距离维度上的差异。

对中方而言，高层共识保证了谈判不会陷入单纯技术争

执；对欧方而言，技术程序维护了欧盟贸易救济制度的合

法性和专业性。二者衔接后，谈判得以在政治层面保持稳

定，在技术层面继续推进。

3.3 原则共识与细化规则转化

中欧谈判中的第三类分歧，主要体现为对规则确定性

的不同要求。中方更能接受先形成原则性共识，再在后续

磋商中逐步完善具体条款；欧方则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规

避倾向，更重视最低进口价格、销售渠道、交叉补偿、监

管机制和违规后果等细化规则。

为调和这一差异，双方逐渐形成“原则共识与细化规

则转化”的适配机制。也就是说，谈判并不是一开始就要

求双方在所有技术细节上达成一致，而是先通过原则性共

识确认解决争端的基本方向，再通过指导文件、企业申请、

个案审查和监管条款，将原则共识逐步转化为可执行规则。

这一机制的意义在于，它既保留了中方所重视的谈判

弹性，也回应了欧方对规则确定性和执行监督的要求。原

则共识降低了前期沟通成本，细化规则降低了后期履约风

险。二者结合，使跨文化谈判从价值分歧转向制度化协调。

4 结论与启示
中欧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谈判表明，国际经贸争端的分

歧不仅来自利益冲突与规则解读差异，也深受文化维度差

异的深刻影响。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影响谈判对利益单位

与解决方案的选择，权力距离影响决策路径与权威认知，

不确定性规避影响规则偏好与风险态度。中方更强调产业

整体利益、高层协调与原则共识，欧方更重视个案审查、

程序自治与规则精细化。双方通过个案与整体结合、高层

与技术衔接、原则与规则转化的适配机制，将文化差异纳

入制度化协商框架，为贸易争端缓和提供了可行路径。

该案对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谈判具有多方面启示。第

一，应加强谈判前的文化与制度研判，面对欧盟等规则导

向型谈判对象，不能仅依赖政治共识推动问题解决，需同

步准备充分的数据材料、法律论证与可执行方案。第二，

应构建分层衔接的谈判机制，以高层沟通稳定方向、以技

术磋商解决细节、以企业为主体落实承诺、以法律团队保

障规则合规，避免政治共识与技术程序脱节。第三，应提

升跨文化表达与规则转化能力，将合作、共赢、产业链稳

定等价值诉求，转化为对方可理解、可接受、可监督的制

度语言与规则安排。立足文化互鉴与规则共治，中国将在

未来国际谈判中更从容应对差异、化解分歧，持续推动开

放型世界经济与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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